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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新形势下，知识型人才流动对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巨大。通过综述复杂系统理论，利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自组织形成条件，并在协同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由决策主体、资源、技术、信息、政策（制度）、社会文化等六大子系统构成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模型；最后再以探讨该系统动力形成原理与过程为基础，提出保障动力机制系统自组织运作、确保动机机制系统主要控制参量发挥作用、为系统主体提供更加公平的合作与竞争平台、充分发挥各子系统的辅助作用等四方面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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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ynamic Mechanism of Knowledge-type Talents Flow and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Based on Complex Syste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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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economic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low of knowledge-type talents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is paper employs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self organization in the system of “knowledge-type talents flow and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s a dynamic mechanism model which contains six sub systems including decision-making subjects, resources,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policies(institution), social culture based on synergetic theory by reviewing complex system theory.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implementing proposals based on the dynamic system forming process of the“knowledge-type talents flow and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ensuring the self-operating of dynamic mechanism system, ensuring the major role of the main control parameters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system, providing a more equitabl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platform for the decision-making subjects of the system, and bringing every auxiliary system into full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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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投资市场逐步完善、各行业政策法规日臻规范、生产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知识化、信息化时代，创新性思维与创造力正慢慢超越许多传统生产资料成为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作为创新性思维与创造力的载体——知识型人才以及知识型人才的流动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产业集群是各行业或企业之间一种特殊的合作与竞争机制，完善的产业集群结构能够使有限的生产资料得到最大程度的整合、运用，在争取获取最大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能使集群不断磨合催生理论与技术创新，符合当下国家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目前国内外对知识型人才以及知识型人才流动、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多是基于一些线性理论进行分析，在当前愈发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下显然已不合时宜；为数不多基于复杂系统的研究也多见于对“知识型人才流动”或“产业集群发展”所进行的单方面研究，将二者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的较为少见。鉴于知识型人才以及产业集群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在复杂系统理论框架下对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复杂性与自组织性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动力机制模型，探讨总结知识型人力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以供有关方面进行决策时参考。
1  研究理论综述
1.1  知识型人才流动机制
知识型人才有许多同义称谓，例如“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工作者”等等，本文统一采用“知识型人才”这一称谓，并将其定义为：一个企业组织中脑力劳动贡献高于其体力劳动贡献的劳动者[1]。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型人才流动机制、驱动因素问题的研究始终保持较高的热度。Tracey等人[2]认为，员工采取离职行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是企业对员工不能充分信任，员工对自己做的工作没有自主权；二是工作条件差、工作要求高；三是报酬低和报酬不公平。Banerjee等[3]则对与员工流动有关的宏观因素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经济繁荣、就业机会较多时，员工的主动流动率就会上升；当经济不景气、企业大量裁员时，员工会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因此主动流动的意愿明显下降。国内学者蒋春燕等人[4]把造成知识型员工流动的原因放在个人因素的研究上，在引用玛汉·坦姆仆关于知识型员工所注重的个人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就和金钱财富等四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建设性的对策与意见。丁秀玲[5]认为决定知识员工自主离职的主导因素则表现为内因，即组织本身和员工个人期望的不一致，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行为和组织文化因素等。张向前[6]通过对福建地区257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将影响知识型人才流动的因素概括为组织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个体因素等3个大项14个小项，并据此提出人才流动和谐管理的政策建议。
1.2  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这个概念最早是由Michael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并将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它包括一批对竞争起着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还包括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
产业集群动力机制作为产业集群的内在核心问题，一直倍受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Bönte[7]通过对多个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的实证分析，将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概括为包括产业优势、新企业进入、企业孵化增长、气候、基础设施、文化资本等共同作用的正反馈系统。Best[8]将产业集群发展主动力归结为四类：集中专业化、知识外溢、技术多样化和水平整合及再整合，它们依次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作用并形成循环结构。魏守华[9]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几种驱动力进行了整合，分别是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4种，并通过图形方式建立起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陈继祥[10]认为，技术创新、社会网络关系、低的交易成本、信息流动、环境、企业（包括企业家）及其因素等的深入与综合，是支撑和驱动产业集群生产与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此外，产业集群动机机制模型也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有：“钻石模型”、集体效率模型、灵活专业化模型等，其中“钻石模型”运用得尤为广泛，如表1所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从复杂科学、生命周期理论等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新方向，例如：Brenner等[11]应用复杂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来研究产业集群动力机制，并应用复杂科学理论探讨了产业集群内的两个主要机制：促进集群超越临界规模和集群的当地共生互助作用；刘恒江[12]提出以复杂体统科学中的涌现性及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产业集群涌现性的模型，分别从涌现性的发生条件、机制、规律及判断依据4个方面来分析集群的动力机制。
表1  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研究模型比较
	项目
	“钻石模型”
	集体效率模型
	灵活专业化模型

	模型描述
	4个决定因子（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相关支持产业）和两个影响因素（机会和政府）的作用结构
	正外部性：市场进入、劳动力扎堆、技术溢出等
企业联合行动两维性：合作企业（双方和多方之间的合作）；合作方向（水平和垂直）；动态合作和制度
	核心思想：灵活经营的公司明显优于规模生产厂商
特点：产品特性；市场细分；具有适应机制的范围经济；多技能员工以及产品创新和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反应

	动力机制构造
	企业战略、结构、竞争对手；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行业的共同作用
	外部性、联合行动
	灵活性；规模经济；创新；产品差异化

	目标/焦点
	价值创造/整体/动态的
	成本效率/风险/专精/静态
	价值创造/专精/动态

	主要来源
	Porter[13]
	Schmitz[14]
	Piore等[15]



1.3  复杂性系统理论
兴于20世纪80年代的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16]。关于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最早由奥地利生物学Bertalanffy[17]提出一般系统思想，此后众多国内外学者纷纷投身复杂性系统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国外关于复杂性系统理论的研究主要有：Prigogine[18]的耗散结构理论、Eigen[19]的超循环理论以及Holland[20]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等。国内在复杂性与复杂性系统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钱学森等[21]认为，如果子系统种类很多并有层次结构，它们之间关联关系又很复杂，那就是巨复杂系统，并提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复杂巨系统研究方法。成思危[22]认为，复杂系统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分具有某种程度的智能，即具有了解其所处的环境、预测其变化并按预定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Prigogine[18]等众多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结构创始人的努力下，在复杂性系统研究中出现了以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超循环理论、Mandelbrot[23]提出的分形理论以及Lorenz[24]提出的混沌理论等为代表理论组成的自组织理论群。自组织理论研究体系中突出了系统自身的主动性，并从自组织形成的条件环境、动力学问题、途径及结合形式问题等方面对自组织的发展问题加以论述，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政策制定、社会民生问题处理等诸多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指导。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主要根据自组织理论群中的耗散结构理论，对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进行自组织性分析与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协同学理论构建系统的动力机制模型。
2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知识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自组织性论证
2.1  开放系统
一个动态有序的系统结构必须与外界有不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以远离平衡态。在物质交换方面，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需要从外界获取足够的生活与生产资料以维持其日常运作，同时也向外界输出大量的智力成果与物质产品从而实现系统与外界源源不断的物质交换；在能量交换方面，系统运行需要外界为其补充人体活动、代谢所需消耗的各种微观能量元素的同时，还需要外界大量的电能、风能等宏观能量支持，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系统将这些能量输入以其他形式输出从而实现能量交换；在信息交换方面，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主要特征就是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市场需求等类型信息的高度整合与共享，同时系统运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巨大信息流的过程，无时不刻在与外界进行着信息交换以实现自身发展。由此可见，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2.2  熵减机制
本文引入熵的概念，即可将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视为由决策主体熵流、资源熵流、技术熵流、信息熵流、政策（制度）熵流、社会文化熵流动态演化而成。具体而言：（1）决策主体熵流：指推动系统运作的主体，可以概括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以及知识型人才4个方面；（2）资源熵流：主要指维持系统正常运转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资金资源、基础设施资源等；（3）技术熵流：包括支持知识型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学习交流平台，以及推动产业集群更新换代的生产设备的研发或是生产技术的革新；（4）信息熵流：包括为知识型人才流动、产业集群生产与发展提供指导的人才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供给信息等；（5）政策（制度）熵流：指的是构成知识型人才培养、引进或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制度）规范体系；（6）社会文化熵流：主要指能够影响到知识型人才流动以及产业集群发展方向与类型的特定区域或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文化传统。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对于开放系统，必须考虑系统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引起的des以及系统内部由于不可逆过程造成的熵产生dis，即对开放系统有ds=des+dis。其中：des是系统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而引起的熵变，这个量可正可负；dis是系统内部发生不可逆过程引起的熵变，这个量总是正的，若外界提供足够的负熵流des<0且|des|>dis，则可做到ds<0，这也就是说远离平衡的非线性系统可以通过负熵流来减少总熵，从而使系统从无序状态变为有序状态即耗散结构[25]。就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决策主体而言，知识型人才代表一个区域或整个社会的高等智力集合，产业集群是一个区域或社会经济较为完善的生产方式，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引导社会资源高效配置，科研机构（高校）则是社会智力的主要输出方，这样先进的系统决策主体组合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dis的产生；除此之外，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各支持性子又能够通过源源不断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为系统整体提供充足的负熵流。综上所述，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能够吸收足够的外界负熵流以抵消系统内部所产生的正熵流，并能够实现ds<0，促使其形成耗散结构。
2.3  远离平衡态
远离平衡态是指系统内可测的物理量性质极不均匀的状态，其判断标准是系统内各部分是否均匀一致，即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差异[26]。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作为开放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首先是各系统主体之间发展不平衡，企业在整体系统之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等目的需要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聚集牵线搭桥，知识型人才流动也只有借助企业这个载体才能够实现；其次是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人才与人才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人才之间永远存在着合作与竞争，不断打破系统的静态平衡；最后是其他各支持系统之间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并存在发展多样性、异质性等特点，因此该系统是远离平衡态的。
2.4  非线性
非线性机制是指事物要素之间以立体网络式相互作用的机制。耗散结构是一种空间有序结构，这种结构只有在构成系统的所有要素之间都存在互相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27]。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各子系统，也就是构成该系统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交互的、协同的、立体的，首先体现在任何一个系统主体作的任意一个决策必然是与其他3个系统主体协同、博弈形成的，并需要其他支持性子系统的配合与协助才能实现系统的整体目标；其次体现在任一其他支持性子系统的变化与调整都会对系统内的其他支持性子系统产生影响，包括系统主体子系统。综上所述，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该系统具有非线性特征。
2.5  涨落与突变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接近平衡态的线性非平衡区，外界环境干扰和涨落因素的破坏是有限的，系统可以通过其自组织性恢复平衡状态；在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涨落因素却促使系统从不稳定的状态跃迁到新的有序结构[28]。基于前文所述，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是开放、具有熵减特性、远离平衡态并且是非线性的自组织系统，系统内外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涨落，而绝大数的涨落会被立即耗散，只有当涨落出现在系统远离平衡态的区域、突破临界点，才能使系统进入高一级的有序状态，呈现出原有状态所不具备的新功能。具体而言：（1）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相互之间的知识型人才流动；（2）新能源供给的出现、投资与融资平台的完善与创新；（3）生产技术与生产设备的革新、管理技术的创新；（4）信息传播与沟通方式的更新换代；（5）与知识型人才培养、引进、流动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相关政策（制度）的重大调整；（6）新产业集群地或是知识型人才集散地的特殊社会文化或风俗等因素的涨落，都有可能引起系统整体的重大变化。
3  基于协同学理论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动力机制研究
3.1  序参量与伺服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以决策主体子系统为中心，与其他子系统相互竞争与协作，最终形成系统主体均能接受的序参量，而后反过来引导、规范着该系统的运作与发展。这里为了说明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参序量及伺服过程问题，本文引进美国学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29]的一个观点：合作不源于友谊，或至少不源于友谊而源于双方的利益关系。具体表述如下：根据前文定义，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决策主体子系统包含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以及知识型人才4个决策主体，它们在该系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决策，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进行竞争与协作的结果，以期实现最佳流动方式与产业集群组合。对于政府而言，政府施政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大政方针的指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国民生产能力、优化社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对于企业而言，其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够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创造更大利润与价值，实现再生产；对于科研机构（高校）而言，其主要目标就是能够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人才，成为社会创新、创造能力的源泉；对于知识型人才而言，其主要目的是能在工作中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尊重，在体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以实现自身的长期发展。虽然各个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重叠与相似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些共同的利益追求使他们之间互相协作、竞争与博弈，最终在资源、信息、政府（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个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自组织系统，而这些共同的利益诉求就成为该系统的序参量；系统序参量一旦形成，又将会反过来影响系统整体的运行，即伺服过程。为方便起见，我们将这些共同的利益诉求统称为各子系统之间的交叉利益。
3.2  主要控制参量
系统在运作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控制参量，除了上文提到的序参量——“慢参量”外，还有许多“快参量”，同样能够对自组织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中，除了交叉利益这一序参量外，信息子系统中所包含的产品技术革新信息、知识型人才市场与产品市场供给信息、新政策（制度）的出台与调整信息等控制参量也对自组织系统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系统的决策主体而言，足够的信息量是他们进行协作与竞争的基础，对交叉利益这一序参量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3  自组织运动
Haken[30]认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有序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或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体系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内序参量的形成是各系统决策主体协作、竞争与博弈的结果，在其形成过程中无任何外部力施以压力或强加干涉，整个系统的形成是自行组织、自行演化，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如图1所示[31]。
 (
控制
变量
控制
变量
控制
变量
混沌
形成
序参量
序
参量
阈值
之前微涨落
超过
阈值巨涨落，
使
稳
形成
有序
交叉
利益
)







图1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

图1中，虚线小圆圈代表构成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整体的6个子系统，大圆圈代表整个执行系统的作用范围，最外围矩形方框表示系统整体运行、发展的外界环境，使用虚线圆圈的意义在于表示各决策主体以及整体系统是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在系统参序量——交叉利益还未形成之前，整个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各决策主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与竞争，系统决策主体与各支持性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松散、不成体系，整个系统处于混沌状态；系统众多的控制参量进行充分博弈、竞争达到甚至超过阈值后，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开始出现突变与涨落，逐渐形成满足决策主体共同利益的参序量——交叉利益，并形成新的有序系统结构。至此，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自组织系统正式形成，并在信息这一主要控制参量的调节与引导下不断加强其自组织性。
3.4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动力机制模型构建
3.4.1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模型阐述
根据上文对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自组织性论证及其动力机制的研究，构建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动力机制模型如图2所示。图2中的4个圆圈分别表示组成该系统的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以及知识型人才4个决策主体，同时用虚线表示4个决策主体及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无时无刻不在互相交换信息、物质、能量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孤立性系统。4个系统决策主体之间成熟、完善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大大降低了系统内部熵的增量，从而有效避免了系统走向孤立与寂静，为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图2中间的圆圈代表系统参序量——交叉利益，并用虚线表示该参序量是依据决策主体之间竞争、协作的具体情况而适时调整的，以此来保证系统的动态发展。图2中4个角落的扇形区域分别表示资源、技术、政策（制度）、社会文化4个子系统，它们源源不断地向系统内部供应负熵流，为整体系统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图2中最外圈的方框表示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运行、发展的外界环境，并用虚线表示它不断与系统进行物质的、信息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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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动力机制模型

3.4.2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动力机制实现过程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动力机制实现过程为：首先，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以及知识型人才4个决策主体在一定的资源、技术、政策（制度）、社会文化条件下，出于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目的不断进行竞争、博弈与协作；接着，在信息这一主要控制参量的引导下，四大决策主体在上述竞争、博弈与协作的基础上慢慢自发地形成交叉利益这一序参量，根据伺服理论，序参量将会反过来引导系统整体的运行，进而成为整个系统运行的原动力；最后，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在交叉利益这一序参量作为原动力的基础上，持续与系统内的其他子系统以及系统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除非因为出现巨大的外界环境革命使系统发生涨落与突变形成新的控制变量或序参量，该系统将会稳定、自主地运行下去。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动力机制实现过程外在体现为：知识型人才流动、产业集群发展、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3个方面。知识型人才流动方面，根据上文所述，在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中，知识型人才作为系统决策主体之一参与到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竞争合作中，在此过程中，知识型人才会综合目标企业的发展前景、工作平台所能提供的职业发展信息质量及物质保障等诸多因素，决定自己是原意加盟该企业或是退出该企业以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以期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决定，这一过程就体现为知识型人才的流动；产业集群发展方面，企业在特定的区域文化环境下，为了实现自身社会、经济的利益最大化，需要充分利用政府政策优惠、市场供给信息反馈、知识型人才流动产生的知识溢出等重要条件，将有限的社会资源集约化使用，它们互相之间会联系地理位置相对临近的、产品生产流程相关性强的合作伙伴以实现此目标并持续发展，这一过程就体现为产业集群发展；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方面，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之间可以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方面，产业集群发展与规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组织管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这样充满挑战的工作环境能够最大程度地体现知识型人才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企业在形成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伴随着管理、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能够给知识型人才提供充足的锻炼机会，对于其职业生涯发展大有裨益。综上所诉，知识型人才与产业集群能够在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博弈、磨合，产生共同的利益诉求，实现有效、持续的相互促进式发展。
4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的实施建议
4.1  保障动力机制系统自组织运作
在复杂系统自组织理论中，组织有自组织与被组织之分。自组织形成的力量根源来自于系统内各组成部分（子系统）之间的自然发展，即上文所阐述的组织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而被组织主要靠外力干涉或强行规制形成，系统内部各部分（子系统）之间没有经过自然的博弈与磨合，这样不成熟的组织很容易走向孤独甚至消亡。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凭借其自身足够的开放性与外界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互动，使其远离平衡态，进而通过涨落与突变形成有序机构；但若是强行使用人为手段进行强制干预、破坏其自然发展规律，则会对各系统主体造成巨大的损失以及社会资源的浪费。就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而言，政府这一系统主体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它能够参与到与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知识型人才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充当“参赛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又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充当着“裁判员”的角色。基于以上论述，为了保障动力机制系统的自组织运转，政府必须重点充当好“参赛者”的角色，着力打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政策体系，切忌制定过多限制性、保护性政策而使系统丧失自由竞争、博弈的环境。
4.2  确保动机机制系统主要控制参量发挥作用
自组织系统的控制参量主要包括快参量与慢参量两类。就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系统而言，它的慢参量（序参量）指的是交叉利益，快参量指的是信息。在现实情况下，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知识型人才等系统主体都必须在一个由资源、政策、技术、社会文化等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的整体系统中主张自身利益诉求，系统一旦磨合形成特定环境下的交叉利益序参量，就能够发挥巨大的人才、资源集聚效益。因此，作为系统主体的各要素，要注意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充分利用市场的、资源的、人才流动的信息，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的阻力。
4.3  为系统主体提供更加公平的合作与竞争平台
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知识型人才等系统主体一方面是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受益者，同时也肩负着共同缔造该系统的责任。为了能够使互相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更加高效，各系统主体必须各尽其力：（1）企业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内部人才管理规范，在为知识型人才提供足够的物质生活保障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其发展需求、提供足够展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此外，企业必须积极地向人才培养机构和政府机关真实地反馈用人与政策需求，争取互信互利，努力构建与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2）政府需要根据本区域的教育水平、资源储备、地理区位、传统行业类型等实际情况，制定恰当的人才培养与流动、社会资源分配的政策制度，为系统的高效运行保驾护航。（3）科研机构（高校）在以不断提高科研、学术水平为发展重心的同时，也要积极地根据政治的、经济的新形势与新需求培养人才，为系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4）知识型人才本身需要努力地进行知识储备和开展前沿学术与技术研究，不断提高自身“软”“硬”实力，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互动当中。只有各系统主体共担其责、共尽其力，才能够保证各主体互相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更加公平、公正。
4.4  充分发挥各子系统的辅助作用
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动力是以资源、技术、政策、社会文化四大熵流子系统为基础，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知识型人才等系统主体在信息这一控制变量的引导下，不断在与四大熵流一同构成的自组织系统中协作、竞争，产生共同的利益诉求（交叉利益），使得整体动力机制得以完整与运行。为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子系统的辅助作用，系统主体必须构建起完善的资源、技术、政策、社会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共享平台，使得各子系统能够及时、有效地支持系统整体的决策与行动，使各系统主体的交叉利益处于动态平衡与发展之中，源源不断地为系统提供动力支持，继而促使系统发挥更大的效用。
5  结论
知识型人才流动是实现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掌握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的动力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日益复杂化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先论证了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发展系统的复杂性与自组织性，继而构建了该系统的动力机制模型，最后详细阐述了该动力机制的实现过程，并提出保障动力机制系统自组织运作、确保动机机制系统主要控制参量发挥作用、为系统主体提供更加公平的合作与竞争平台、充分发挥各子系统的辅助作用等四方面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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